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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塞尔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和发展

  摘要：早期哲学家虽然对言语行为有所研究，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先河，提出重视日常语言，成为“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学生约翰·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化、精确化和完善化，使得言语行为理论更加完整，为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和语言哲学提供了丰富资料。奥斯汀和塞尔二人都对言语行为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都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对二者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研究和比较，重点在于对塞尔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做出研究和评价。关于言语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是本文在进行研究时所着重进行探究的两个方面，并最终对塞尔关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做出评价，探讨其所具有的意义和局限性。

   关键词：言语行为；以言行事行为的类型；语言哲学


Abstract:Early philosophers has settled on the speech act study, but did not form a system of theory.The British philosopher John Austin created the beginning of speech act theory, put forward emphasis on daily language, and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Oxford everyday language school". His student John searle try hard on the speech act theory for the further systematic and accurate and complete, full of speech act theory, speech act theory research and language for later philosophy provides rich information. Both Austin and searle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speech act theory and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 speech act theory is worthy of study. the research topic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the speech act theory, the emphasis is 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ech act theory of searle did after Austin to mak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 about speech ACTS and words and deeds is based on the studies explore the focus on two aspects, and eventually to sell about make evalu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ustin's speech act theory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had b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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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speech-act）是语言哲学的重要分支，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约翰·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开创者，而他的学生约翰·塞尔则在他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相对于之前的语言哲学内容的发展在于更进一步地关注日常语言，关注言语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强调语言的语用学作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是以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但是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所探讨的问题却更加细致、精确，他注意到了很多奥斯汀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塞尔对于言语行为理论的论述也为后来的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塞尔对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和发展，研究视角是以他们二人关于言语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研究为切入点的。在言语行为的研究方面笔者发现塞尔对于奥斯汀之前所提出的理论做出了很多的改进和变动，而这些改进和变动正是塞尔对于奥斯汀的重要发展，也是本文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相对于奥斯汀来说所具有的突出作用就在于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言语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上相对于奥斯汀来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并注重对于言语行为的命题部分和执行部分的区分，同时引入意向性，注重意义理论和意向性的探讨，并提出了言语行为的构成规则和开创性地建立了间接言语行为理念。而他的理论的局限性则在于他的分类虽然相比于奥斯汀有了改进但本身仍然存在着分类不明确、分类标准受到质疑的情况，他的分类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对于分类原则的使用也较为单薄，导致他所提出的以言行事十二个方面的不同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同时对于意向性的过分强调而将心灵哲学作为语言哲学的根基是不可取的。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积极影响和局限性是本文最终的落脚点。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自提出后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哲学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于塞尔的理论成果，既存在对它的赞同支持和发展，也出现了对于它的诘难。Charles Travis认为应当将语境纳入言语行为理论的讨论之中，他认为语句的意义是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不能将语句脱离语言语境系统进行孤立的探讨。这与塞尔所提出的观点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相一致，即注重语言的外部条件，而不是脱离外部环境因素孤立地对于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以及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son）的挽救面子和威胁面子原则都是在塞尔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上基础上的重要发展。可见塞尔的言语行为在交往行为和语用学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森（Wilson）却对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批评和诘难。塞尔对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得到了丹尼尔·范德维肯（Daniel Vanderveken）的支持，他认为这样一种分类提供了他的逻辑系统的基础，但他也指出，塞尔对于言语对话的解释仅仅是从说话者而没有从听话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这是他的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在这样一种观点下，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局限性就表现出对于交往双方中的说话者的偏斜，言语行为理论要想准确和完善，则必然是要对交往双方进行同样的研究的，而不能仅仅偏向于说话者，这必然会造成研究成果的偏差。总之，作为语言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一直成为后来的语言哲学研究者们讨论的焦点之一。

1、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及塞尔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和发展

（一）言语行为及其分类
1.1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观
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言语行为是话语行为的有意义的单位，并认为施为句是言语行为的主要形式。奥斯汀认为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言语行为，我们不仅用言语来表达思想，同时也用言语来完成行为。
塞尔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交流活动的最小单位。在我们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进行言语的表达，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运用语言来进行某种行为，语言正是基于这种行为而具有了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塞尔把重点放在了语言的力量和用途上。塞尔对于言语行为的力量的强调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他提出言语行为的表达式为F(p)，其中F代表以言行事的力量，P代表命题内容。塞尔的观点是我们在执行某个言语行为时，这样的一个言语行为不仅有它所承载的命题内容，而且有一种以言行事的力量，就是通过这个话语而产生对对于现实世界的力量。塞尔同时还强调言语行为的意向性，通过意向性将言语行为和语言行为进行区分。塞尔指出语言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具有意向性，言语行为的意向性就是我们内在于心灵当中的意向性的外在呈现。
1.2奥斯汀关于言语行为的分类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的，自奥斯汀在三四十年代开始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到五十年代，是他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前期阶段。在前期，他坚持言有所述和言有所为的区分。“言有所述”指的就是我们说出的话语是实在地进行了描述或者陈述，这样的话语是有真假之分的。而“言有所为”指的是这样的言语行为表达的是说出某个话语，并且要完成某种行为，这样的一种言语行为不像“言有所述”的话语那样具有真假之分。记述式话语常见的就是我们日常关于客观世界的某个事实的陈述，因为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言语行为我们是能够通过其是否与客观事实相匹配来判断其真假的。虽然我们无法通过判断一个完成行为式话语的真假来对其进行指责，但是除了真假之外，完成行为式话语还是有其可以被攻陷的地方的，它需要满足当时环境下的条件，以使得这样的一个言语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有意义的。反之，如果不满足当时环境下的条件，那么这样的言语行为就是无意义的。
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前期阶段他本人对于言语行为的这样一种分类是十分满意的。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之后，奥斯汀进入到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后期阶段。他对于言语行为的分类有了新的想法，他发现了这样一种分类存在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对言语行为的分类进行修正。他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以言表意行为就是说话者通过言语表达出他所意指的意思、表达自己的思想、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行为就是说话者通过说出语言来执行一种言语行为，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以言取效行为指的是说话者通过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语而对听话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效果。这就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
1.3塞尔关于言语行为的分类
对于奥斯汀后期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言语行为三分说，塞尔大致是同意的，但是他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抽象的划分，他将言语行为分为四大类：（1）发话行为；（2）命题行为；（3）行事行为；（4）成事行为。他在保留了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成事行为）的同时提出了两个新的分类，即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发话行为，就是说出句子、单词的行为。命题行为，是对所谈到的人或物进行表述的行为。每当我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下发出阵阵声响时，就可以看做我是在执行一种言语行为，这样的言语行为具有多种多样的类型，它可以是陈述、断言、请求或者许诺等等。塞尔认为“这种以言行事的行为是人类语言交往的最小的完整单位。每当我们彼此交谈或互致书信时，我们都在执行以言行事的行为”。[footnoteRef:1]以言取效的行为，是在说话者执行了某种言语行动并且对听话者产生了某种效果时才实现的。这样的例子如使某人信服、开心等等。塞尔指出，要完成以言行事的行为，则必须要实行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因为以言行事的行为必须要通过话语进行表达并且要使这样的话语有意义就需要存在命题内容。但是，塞尔也指出，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与以言行事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只完成发话行为而不实现以言行事的行为，因为发话行为只需要说出某个单词或句子，如“你好”，它可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命题行为和以言行事的行为则需要存在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发话行为来完成具有同样意义的命题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的行为所强调的是对于听话者所产生的某种效果，而以言行事的行为强调的则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这就是以言行事的行为和以言取效的行为的重要区别。在指出了这样的区别之后，塞尔进一步对以言行事的行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以言行事的行为中，还要区分行为的内容和行为本身的类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以言行事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陈述、许诺、请求等等，这样的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的行为可能所陈述的命题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其所具有的以言行事的力量却是不同的。塞尔正是看到了以言行事行为类型的之间这种言语力量的差异，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以言行事的行为的内容和以言行事所具有的力量----也就是以言行事行为本身的类型---加以区别。 [1: 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131页] 

塞尔对奥斯汀关于言语行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引入意向性。“通常，以言行事的行为必须通过意向性来执行。如果你不是意图作出许诺和声明，那么你就没有做出许诺和声明。但是以言取效的行为不一定通过意向性来执行。”[footnoteRef:2]也就是说，当你做出一个以言行事的行为的时候，你是有某种意向性的指向的。因为我们在进行表达的时候我们有我们意图表达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意向性我们才会去做出这样的言语行为。而对于以言取效的行为来说，你可能通过言语行为产生某种后果，但是你本身并不需要有引起这种后果的意向。我们往往可能通过一句无心的话语而使听话者产生某种误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言取效的行为是实现了被执行了的，我们的言语行为的确对听话者产生了某种效果，但是我们最初在执行这个言语行为的时候却并没有要产生这样的效果的意向性。由此塞尔得出的结论是：以言行事的行为本质上是意向性的，而以言取效的行为则可以是或者不是意向性的。 [2: 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132页] 

在塞尔那里，意向是通往意义的桥梁，但是意义不只是意向，以言行事行为还受到规则的约束。塞尔将以言行事行为的规则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规范性规则，一种是构成性规则。“它们的区别在于：规范性规则规定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活动，这个活动逻辑上独立于规则而存在；构成性规则构成（且规定）的活动，是在逻辑上依靠于这些规则而存在的。前者采取祈使句或准祈使句，如‘做X’或‘如果Y，做X’，而后者采取‘X被视为Y’，‘在语境C中，X被视为Y这种形式’”。[footnoteRef:3]通过定义可以看出，规范性定义相对于具体的活动来说具有一种逻辑上的优先性，我们日常所进行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规范性规则的限定下实现的。这样的一种规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先在的共同标准，正是在这样一种规则的限制下，我们的活动才能够不受障碍地进行和被理解。但是规范性规则也没有办法对人类世界的所有活动做出规则的限定，因为人类活动范围的宽阔性和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以及知识的无限性，我们无法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物来进行语词表达。因为有些并不需要这样的实际语词，有些事物甚至我们人类自身也无法知晓从而无法对其进行语词表达。但是在那些我们没有用实际语词来进行描述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借助语言的象征性特征来间接地进行表达。例如我们将一条线视作边界，这时这条线就是边界的一种指示符号，我们借助象征的手法将实际表达了出来，从而执行了它的地位功能。构成性规则就是通过用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手法来对事物赋予某种地位、对活动限定某种规则。规范性规则是外部的社会规则，对施事行为不起制约作用。而构成性规则是内在的语义规则，施事行为需要依据这样的规则来进行，因此是受到构成性规则的制约的。塞尔认为要确定构成性规则，首先要找出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然后从中抽象出构成性规则。“塞尔从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中提取出了四条构成规则：（1）命题内容规则：规定话语的命题内容部分的意义。（2）先决条件规则：规定实施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3）真诚条件规则：规定保证言语行为真诚地得到实施的条件。（4）基本条件规则：规定言语行为按照规约当作某一目的的条件。”[footnoteRef:4]构成性规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人类语言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语言活动的重要创造形式，这样的语言规则不仅是规定了言语行为同时也是参与进言语行为当中去的。同样，这样的一种语言规则有利于消除语词之间的不确定性、模糊性，通过这样的一种象征化的地位功能的构建，我们在进行言语活动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像在规范性规则下一样进行流畅的沟通，从而使得意义的表达更为明确、清晰易懂。 [3: John R. Searle.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34-35]  [4: John R. 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导读 F25] 


（二）以言行事行为及其分类
2.1奥斯汀关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
奥斯汀将以言行事行为的类型分为五种：（1）判定式（verdictive），这些词“在于根据与价值或事实（在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场合下）有关的证据或理由，对某种发现做出正式或非正式的宣布”。如宣告无罪（acquit）、坚信（hold）、计算（calculate）等等；（2）阐释式（expositive），“被用于阐释行为中，包括阐明观点、进行论证、澄清用法和指称”。如肯定（affirm）、否认（deny）、强调（emphasize）等等；（3）执行式（exercitive），这些词的任务之一“在于对某个行动作出赞成或者反对的决定，或者对则个行动进行辩护……”，如命令（order）、指令（command）、指导（direct）等等；（4）行为式（behabitive），这一类词“包括关于对别人的行为和命运的反应的概念，以及关于别人过去的举动或未来的举动的态度的概念”，如道歉（apologize）、感谢（thanks）、悔恨（deplore）等等；（5）承诺式（commissive），“承诺式的全部要旨在于是说话者对某一行动做出承诺。”如许诺（promise）、宣誓（vow）、保证（pledge）等等。[footnoteRef:5]关于奥斯汀的这样一种分类，塞尔指出了他的工作的缺点并且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的另一套分类。 [5: 转引自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2-223页] 

2.2塞尔对于奥斯汀以言行事行为类型分类的批评
塞尔对奥斯汀的这样一种分类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奥斯汀的这样一种分类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奥斯汀对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毋宁说是对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动词的分类。因为奥斯汀所作出的这样一种分类完全是靠列举一系列的动词来对他的分类进行说明，而他所列举的这些动词中又并非都是以言行事的动词。塞尔指出，奥斯汀的分类之所以会看上去如此牵强、千疮百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关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没有一个清楚地或始终一贯的原则或一组原则，作为这种分类所依据的基础。也就是说，奥斯汀这种分类是十分混乱的，因为没有一贯的原则和标准，导致各个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会出现交叉，甚至在某个种类内部也会出现异质问题。并且在奥斯汀所列举出来的动词当中有些动词也并不完全符合这个类型的定义。“塞尔指出，奥斯汀的分类（至少）有六个相互关联的困难，按其越来越重要的次序排列，它们是：始终把动词和行为混淆起来；并不是所有这些动词都是以言行事的动词；在各个类之间有过多的交错重叠；在各个类内部也有过多的异质成分；在各个类的范围内列举的动词中有许多不符合该类的定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分类缺乏始终一贯的原则。”[footnoteRef:6]塞尔对于奥斯汀以言行事行为分类的批评体现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更明确和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在借鉴和改造奥斯汀的经验的基础上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 [6: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7页] 

2.3塞尔关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
塞尔对于奥斯汀的分类的很大一个发展就是他确定了将以言行事行为进行分类的一套标准，而这正是奥斯汀的分类方法中最关键的缺陷，塞尔提出这样的一些标准为他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塞尔指出了以言行事的行为在十二个方面的不同：
（1） 不同的以言行事行为类型在行为（的类型）的要旨（或目的）方面有所不同。以言行事的要旨和目的是指这个言语行为的一种行为倾向，我们在执行以言行事的行为时是带有某种意向性的，以言行事的要旨就是这样一种意向性的表现，而不同的以言行事行为的要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这可以作为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类型的一个标准。
（2）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词和世界之间适应方向上是有所区别的。语词和世界之间的适应指向有两种，一种是世界向语词的适应指向，另一种是语词向世界的适应指向。许诺和请求所表现的世界向语词的适应指向，而断定式的言语行为所代表的适应指向是语词向世界的适应指向。 
（3）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方面有所区别。塞尔提出了行为的诚实性条件，“在语言学上，把一个明确的完成行为式的动词与对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的否定联结到一起，这是不能接受的（尽管不是自相矛盾的）。”[footnoteRef:7]当一个人做出许诺，但是他却并不打算实现这个许诺时，他就不是诚心诚意的。诚实性条件就是要求说话者自身在进行以言行事行为的时候，要对自身所说出的命题内容具有一种真诚的信念，这样的诚实性条件也是对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的重要区分标准。  [7: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19页] 

（4）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的要旨在被表现出来的力量或强度方面有所区别。当我们在执行言语行为时所表达的意思一样但是强度可能有所差别，例如“我建议你去看书”和“我命令你去看书”虽然同时表达的意思都是要你去看书，但是前者的语词明显不如后者强烈。“在以言行事的要旨或者目的的同一个范围内，可能在强度或约束程度上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异。”[footnoteRef:8] [8: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0页] 

（5）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身份或地位在对话语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力量的影响方面有所区别。由于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身份的差异，所以在以言行事的力量方面也会存在差异。例如当长辈对晚辈说“打扫一下房间”时可能是一种命令的语气，但是当晚辈对长辈说“打扫一下房间”却是一种建议的语词，正是由于说话者和听话者身份地位的差异才产生了这样的区别。
（6）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利益相关的说话方式上有所区别。例如夸耀和祝贺是符合听话者的利益的，而贬低和哀悼则是不符合听话者的利益的。
（7）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与谈话的其余部分的关系上有所区别。我们在进行交流时，为了使自己的话语体系更加完整明白，往往会使用到“因此”、“然后”等等这样的连词，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连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反驳别人的观点等等，不同的连词起到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8）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由以言行事力量的指示手段所决定的命题内容方面有所区别。“例如，报导和预测之间的区别涉及这样一个事实：预测必定是关于未来的，而报导则可以是关于过去的或现在的。”[footnoteRef:9] [9: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0页] 

（9）“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下述两种行为之间存在区别：一种行为始终必须是言语行为；另一种行为可以成为言语行为，但不必作为言语行为来完成。”[footnoteRef:10]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不必用语言来表达而使我们的行为成为言语行为，例如当我向某人招手示意他过来时，我并不需要做出语言的说明，他也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10: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1页] 

（10）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下述两种行为之间存在区别：为了使行为得以完成，一种行为需要某些超语言的机构，另一种行为则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对方说出一句话往往就可以完成某个行为而不需要一种超语言的机构。但是当我们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时，我们还需要某些超语言的机构。例如在一个婚礼上只有证婚人宣布情侣结为夫妻才是正当有效的，而不是任何一个说话者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超语言的机构往往通过一种与以言行事的力量相关的方式授予某种身份，然而并非所有的身份上的差别都来自机构。这里塞尔举出的例子是“一个强盗可以命令受害者举起手来，而不是请求受害者举起手来，但是强盗的这种身份不是来自他在一个机构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来自他持有武器。”[footnoteRef:11] [11: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2页] 

（11）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下述两种行为之间有所区别：在一种场合下，相应地以言行事的动词具有完成行为式的用法；在另一种场合下则没有。“我们可以做出命令或者许诺，这个时候这样的以言行事的动词具有完成行为式的用法，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说“我以此夸耀”、“我以此威胁”来完成夸耀或者威胁的行为。”[footnoteRef:12] [12: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2页] 

（12）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在完成以言行事的行为时的风格上有所区别。某些以言行事的动词可以用来标志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用以完成以言行事行为的特殊风格的东西。其实就是不同的以言行事行为的执行方式上是存在不同的，例如“我命令你去看书”和“我保证去看书”这两者的执行方式显然是不同的。
塞尔指出了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十二个不同之处来作为分类的标准，但是他最为重视的和进行分类时主要依据的还是前面三个方面的区别，即在以言行事要旨方面的区别、在世界和语词之间适应指向上的区别和表达的心理状态上的区别。
在提出了对于以言行事进行分类的标准之后，塞尔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于以言行事行为进行分类。和奥斯汀一样，塞尔也将以言行事行为分为了五类，但是他的五种类型和奥斯汀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塞尔将以言行事行为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 断定式（assertives）。“这个类的成员的要旨或目的在于使说话者（在不同程度上）有责任承认某件事是如此这般，承认所表述的命题的真理性。”[footnoteRef:13]在断定式的言语行为中，说话者要根据客观事实来陈述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是有真假之分的，判断其真假所依据的就是说话者所陈述的命题是否和真实情况相符。在适应指向上，断定式的言语行为具有语词向世界的适应指向。断定式的言语行为的诚实性条件是信念，在我们说出一个断定式的言语行为的时候，我们自身要对自己说做出的这样一个断定抱有真实的信念。 [13: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7页] 

（2） 指令式(directive)是对于听话者的一种期望，对于听话者能够根据说话者的语词来进行实践的一种倾向，是行动向命题的一致性的适应活动。这种实践是以语词为前提的对于语词要求的实践，因此具有世界向语词的适应指向。指令式的言语行为是没有办法判断其真假的，只能判断它们是否被执行。关于指令式言语行为的诚实性条件是愿望，每一个指令式言语行为都表达出希望听话人做所指示行为的愿望。
（3） 承诺式（commissives）。“承诺式是那样一些以言行事的行为，它们的要旨在于使说话者有责任（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去做某种未来的事情。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词，诚实性条件是意向（intention）。”[footnoteRef:14]承诺式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是说话者对于话语的遵守，它所具有的适应指向是世界向语词的，因为当我们做出了一个承诺之后，要努力遵守它就是要使世界达到和我们的语词的一致。同样，这样的言语行为也是没有真假之分的。承诺式的适应指向和指令式的适应指向是一致的，都是世界向语词的适应指向，不同之处在于指令式是对于听话者的要求，这种适应指向是由听话者来实现的，但是承诺式的适应指向则是说话者本身来实现的。 [14: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29页] 

（4） 表情式（expressives）。表情式的言语行为是说话人表示他的心理状态，诚实性条件是说话者的心理状态的真实性。这种言语行为具有零适应指向，它既不具有语词向世界的适应指向，也不具有世界向语词的适应指向，命题内容的真值只是说话者的一种预设，它所表达的只是说话者的一种心理状态。表情式动词有“祝贺”、“道歉”“感谢”等等。
（5） 宣告式（declaratives）。在这个类中，命题所表述的事态是通过以言行事的力量的指示手段而得到实现或者得以存在的：人们宣告某个事态的存在从而使这个事态得以存在，可以说“说话者使某事成为如此这般”。例如当公司老板要辞退某一员工时对他说：“你被辞退了。”这时这个事态就存在了，即该员工已经被辞退。宣告式之所以能够使所涉及的对象的身份或状况发生某些变化，这完全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宣告已经被成功地完成了。宣告式的言语行为实际上往往是表达说话者的一种决心或者对世界的改造的倾向，但是这种决心或者倾向也是根据世界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表达的，因此它具有世界和语词之间的双重适应指向。宣告式之所以能够完成实际上会涉及到超语言机构，因为仅仅是在平常的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并不足以产生这样的结果，而是需要超语言机构的存在，并且说话者和听话者处在超语言机构中的特殊地位。这种超语言机构例如教会、国家等等。但是塞尔又指出，“对于每个宣告式都要求有一种超语言的机构这条原则，有两种例外情况。首先，有一种超自然的宣告式。例如，上帝说‘让有光亮’，这是一种宣告式。其次，有一种宣告式涉及语言的自身，例如，当人们说：‘我下定义、缩写、命名、称呼或起绰号’。”[footnoteRef:15]宣告式的适应方向是从词到世界，又从世界到词，这是宣告式的特征；这里没有诚实性条件。宣告式试图使语言适应世界，但是这种适应指向并不是对于一种存在着的事态的适应，也不是通过使某人造成某种未来的事态。 [15: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92，第233页] 

    塞尔不仅对以言行事的类型进行了论述，同时还研究了言语行为的复杂性，他指出一个言语行为可能包含几种不同的以言行事的类型。请注意，人们可能仅仅通过宣告他在执行其他类型中的一种言语行为从而执行这种行为，诸如许诺和命令。例如“我答应来看你”这样的一个语句，这是一种宣告式的言语行为，但是“答应”这个词却表达了一种许诺，同时，这样的一个话语也是对于说话人正在许诺的这样一种事态的断定，因此说话者在说出“我答应来看你”这样一个语句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进行了宣告式、承诺式和断定式三种言语行为。
2.4奥斯汀和塞尔关于以言行事类型分类的比较
奥斯汀和塞尔都将以言行事类型分为五类，他们的分类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首先塞尔在研究了奥斯汀的分类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指正，并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进行了自己的分类研究。奥斯汀关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没有一个一贯的标准和原则，塞尔便在其研究中完善了这一点，他探讨了以言行事在十二个方面的不同并最终确立了三个重要的分类依据。其次，虽然塞尔和奥斯汀都将以言行事分为五类，但是他们的分类确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塞尔的断定式在名称上看上去与奥斯汀的判定式并无多大差别，但是塞尔在分类当中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指出了该类以言行事行为的可判定真假性以及适应指向。塞尔对于承诺式的定义借用了奥斯汀的定义，在这一个分类上他与奥斯汀是一致的，但是他也做出了一些改进，他认为奥斯汀所列出的一些承诺式的动词如“将要”、“打算”、“偏爱”等等不属于这个类，因此要将其排除在外。此外，塞尔还提出一个言语行为可能包含几种以言行事的类型。相对于奥斯汀的分类来说，塞尔的分类更为细致和准确，更强调言语行为的复杂性，所得到的成果也更加丰富。
2.5间接言语行为
塞尔还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的重要概念，这是他对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的又一重大改进，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展了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领域。并不是所有的言语行为都是通过说出那些其字面意义表达说话人所意图的意义的语句来执行的，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用到除陈述句外其他的语句来表达相同的意义，例如表示请求的疑问，在这样的言语行为中，我们是通过执行另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地执行一种言语行为，这样的实例被称为“间接的言语行为”。塞尔进一步将间接言语行为划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根据句子的句法形式，对“字面意义”做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间接言语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常使用的标准格式。例如当我们委婉地要求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使用请求的语气，但实际上命题的意义或意向仍然表达式是一种指令式的信息。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指交际双方要依靠其所处语境以及共知语言信息推断出说话人的言外之意。例如当甲询问乙是否愿意出去锻炼时，乙回答自己还有事情要做，乙虽然没有正面回答甲的提议，但是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说话者与听话者都能明白乙所表达的含义是拒绝甲的提议。间接言语行为所研究的实际上是话语和意向性的关系，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境的因素也应该纳入到言语行为的考虑之中。

2、 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分析评价

塞尔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自己的的言语行为理论，他反对当代英美哲学家往往拘泥于命题、语词的研究，提出对于言语行为的开创性意见，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并且提出了语言交流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创立了间接言语行为的理念，由此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精确的言语行为理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相对于奥斯汀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语言哲学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首先，塞尔是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研究，他的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学说，为言语行为提供了语言哲学的理论基础。塞尔对奥斯汀言语行为分类进行了修正，他在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言语行为四分法，这是塞尔对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的分类的进一步推进，因为他将言语行为分析地更为细致和精确了。塞尔合理地解释了命题内容和执行成分的关系，弥补了奥斯汀理论上的缺陷。奥斯汀认为一个语句的命题部分和言外之力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塞尔却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任何语句都带有言外之力的特征，命题内容和执行部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不同的话语可以表达同一个命题内容，但是却具有不同的言外之力。在关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上，塞尔也在奥斯汀基础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和改进。和奥斯汀相比，塞尔明确了对以言行事行为进行分类时所依据的标准，而不是像奥斯汀那样使用含混不清的边界，这样使得他对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更加清晰和有迹可循的。同时，塞尔指出了不同以言行事类型在十二个方面的区别，体现了他思考问题的谨慎性和细致性，塞尔将众多问题都纳入了考虑当中，这也表明了他对于语言的语用和语言所处的语境的重视，将言语行为放在一个大环境下进行考虑，而不是脱离于大环境而仅仅考虑说话者和听话者与话语的关系。塞尔提出了言语行为得以完成的规则，即规范性规则和建构性规则，这两种规则的提出为言语行为的实现和完成做出了可依靠的标准，也使得言语行为的整个框架更加清晰，建构性规则的提出也是对于人类语言创造和发展水平的一个肯定，同时也为解释言外行为提供了分析的工具。塞尔对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在奥斯汀的基础上更为清晰，在分类的标准上并不像奥斯汀那样模糊不清而是清楚明确的，塞尔对于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在奥斯汀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和明确，不同于奥斯汀分类标准的模糊性，塞尔明确确定了分类的标准。塞尔进一步地对每一种以言行事的类型语词和世界之间的适应指向已经诚实性条件做出了说明，在世界和语词的指向上塞尔做出了补充，这种补充使得以言行事的行为能够更好的和世界联系起来。塞尔还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指出了人类语言的丰富性和应用的灵活性，发现了不同言语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转换的可能性。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开创者，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相对来说是松散的、不完整的，但是塞尔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通过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的批判和发展，确定了言语行为分类的标准，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较为完善和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
其次，塞尔注重意义和意向性的讨论，将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联系起来。塞尔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强调了意义和意向性的重要性，对日常语言的研究不是探讨话语的真假，而是注重探讨话语的有无意义。在塞尔看来，离开语言的使用，任何意义理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同时语言的表达必须存在意义，对于语言的研究也不能脱离意义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意义理论的研究中塞尔引入了语用学的维度。塞尔还对格赖斯的意义理论进行了修正，格赖斯将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而塞尔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意义、意图以及惯例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塞尔把意义理论融入到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观点受到西欧解释学派利科尔等人的接受和支持，塞尔对于意义理论的发展丰富了意义理论的内容。塞尔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出以言行事的行为都是具有意向性的，并且在研究以言行事行为分类的时候将语词和世界的适应方向也就是意向性的指向作为不同类型以言行事行为的重要特征来研究，这表现出他对于意向性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的重视。塞尔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将他的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联结起来，意向性成为他的语言哲学中重要的部分。关于意义和意向性的说明和研究引起后来语言哲学家的重视，也拓宽了语言哲学研究的领域。
同时，塞尔注重语言哲学的语用学功能，试图建立言语行为的逻辑分析工具和逻辑分析系统---语用逻辑，重视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和建立形式化的理论体系，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提供了语言研究新视角。塞尔在指出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别的时候，考虑到了众多因素，体现出了他对于语言所处的语境和说话者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的各种条件的重视。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于日常语言的研究，日常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对人们的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逻辑更符合真实生活，应用范围更加广泛，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逻辑的研究对象，是语用学的核心理论。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也为语言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生活中很多看似不连贯的话语是如何进行的，将言语行为和意向性联结起来，使得人类对于自身的语言交际过程有更深刻的理解。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一方面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语用策略，为在间接语境下对语言交流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揭示了语句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的多元关系，拓宽了语用逻辑研究的范围。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也对后来的语言哲学家产生了众多影响，塞尔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对利奇（Leech）提出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以及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son）提出挽救面子和威胁面子原则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塞尔在语用学上的贡献也受到我国学者涂纪亮的支持，他指出“塞尔的这样一种贡献是语言哲学转向动态研究，转向语用学的研究，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相应的研究领域。”[footnoteRef:16] [16: 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8，第366页] 

总之，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最终是落脚到语言哲学的，他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后来的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研究参考资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哲学的研究发展。
（二）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局限
尽管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并且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仍然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塞尔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不同，但是他在进行以言行事行为分类的时候却只用到了三个原则，如果仅仅只需要三个原则就可以对以言行事行为进行分类的话，那么他似乎并没有必要提出十二个不同方面。此外，塞尔在以言行事行为十二个方面的不同中提取出四条原则，但是塞尔也并没有始终使用这三个原则。尽管塞尔考虑到了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的诸多方面的区别，但是，由于自身思维的有限性和客观环境的多变性等等原因，塞尔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条件纳入考虑的。所以，即使他相比于奥斯汀来说，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穷尽一切的不同之处。Verschueren指出“虽然塞尔对言语行为分类进行了调整，但和奥斯汀一样，分类都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而且相互涵盖，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与不同的分类。”[footnoteRef:17]可以看出，塞尔虽然看似提出来了一套完善的标准，但是他和奥斯汀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并且在换一个角度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发掘出另外一套分类标准。Levinson认为“尽管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在奥斯汀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但仍然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塞尔的分类缺少原则基础，甚至不是系统地基于恰当条件的，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该分类是确切或穷尽的。”[footnoteRef:18]塞尔虽然提出了以言行事在十二个方面的不同，但是很显然他的这种分类并没有穷尽所有的不同，这样的一种分类是缺少原则基础的，实际上在这种分类中我们还能找出更多的不同。并且，塞尔对于语言使用的分类仍然是不确定的。塞尔虽然提出了以言行事的五种类型，并分别对其进行了较为清晰地论述，但是我们仍然会发现这五种类型的言语行为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的，一个句子可以既是宣告式的又是断定式的。 [17: Verschueren,J,2000,Understanding Pragma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Press,p24]  [18: Levinson.Stephen C,2001,Pragma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p240] 

其次，塞尔将一个言语行为拆分为命题内容和执行部分，但是我们观察他对于言语行为的分类就会发现，发话行为是可以没有执行部分的。比如“你好”这样一个语句，其实是没有执行部分包含在里面的，但是它仍然是言语行为中的一种，可以看出塞尔在执行性和命题性的优先性上是倾向于执行性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倾向显然不能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发话行为本身就是我们在执行一个言语行为时所不可避免的，塞尔之所以倾向于执行内容的优先性是因为他强调言语行为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要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执行一个话语，但是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是必须要有命题内容的，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命题内容的表达才能实现交流和执行。
同时，塞尔把语言哲学看作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不可取的。塞尔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到意向性的重要性，是意向使得我们的命题内容具有意义，是大脑的活动外化而使得我们的言语行为成为现实。顾曰国学者认为塞尔在言语和意向性的关系处理上是“人们通过语言再现世界，所以言语行为是对大脑的延伸。如果说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语言交际的理论，那么心智哲学则是言语行为理论的理论，是其哲学基础”[footnoteRef:19]。他接着指出塞尔将语言哲学归根于心智哲学是不明智的。通过塞尔对于意向性和言语行为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塞尔对于语言行为的外在表达，只有具有意向性话语才能具有意义。实际上塞尔就是在心灵哲学的框架内探讨语言哲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哲学看作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言语行为往往是具有意向性的。但是塞尔仅仅因为这种联系而失去了对于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关系的正确判断，实际上语言除了和心灵相关，与现实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言语行为是我们在进行交流时所采用的手段，语言哲学的研究是没有办法脱离具体的现实和语境的。因此，将语言哲学纳入心灵哲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19: 顾曰国 ：《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心智哲学》 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2期  ] 

最后，塞尔提出言语行为的构成规则，以此作为一个言语行为实现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言语行为是什么的问题。塞尔的构成规则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所有言语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例如真诚性条件，这是对于说话者心理状态的描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言语行为都需要伴随心理状态。对于许诺式的言语行为来说，真诚条件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断定式的言语行为来说，真诚条件有时似乎不需要的。顾曰国学者在他的论文《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 ：评判与借鉴》中对塞尔所提出的言语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行了分析，他所得出结论就是塞尔并没有真正解决言语行为理论的本身界定问题，实际上塞尔所给出的四条规则对于言语行为理论所做的定义依旧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它还是依旧没有跳出到语言之外考虑超语言的因素。[footnoteRef:20]要想对言语行为作出规定，则要站在超语言的视角来进行，但是塞尔所提出的四条规则都是在语言视角下的，这样一来，实际上仍旧是在用语言给语言做出定义，这样的一种论证也就成为了循环论证，而循环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施特劳森对于塞尔所给出的规则来规定以言行事的做法也持有保留意见，他所举出的例子是：法官在宣告执行判决时，他的话语完成了判决这种以言行事的行为，这是因为判决遵循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程序，但是法官宣布判决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代表着这个以言行事行为的本质。因为，对一个案件进行判决除了宣告以外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规则只是一种形式，但是众多的言语行为并非都必须遵循一套规则的框架。由此可见，塞尔试图完全用规则来限制以言行事行为实际上是不可取的，有些言语行为并不受规则的限制，我们也无法给出它们的必要充分条件。尽管塞尔对言语行为做出了众多的研究，但是他本人也没有给出关于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一个清晰准确的界定，所以难免产生概念的模糊和混淆，而这也将会是进行研究的一个重大障碍。 [20: 转引自顾曰国：《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 ：评判与借鉴》，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3期] 


3、 结语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得出最后的结论：塞尔对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塞尔对于奥斯汀关于言语行为及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进行批评和修正，创造出了一个更为完善、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注重研究说话者所处的语境、说话者的心理因素等条件，使得语言哲学转向对于语用学的研究，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注重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联系，将意向性纳入到言语行为的研究当中，同时注重对于意义的研究，丰富了意义理论的内容；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语言哲学、语用学、逻辑分析哲学等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的理论也存在着分类不确定、概念界定不清晰、将语言哲学归入心灵哲学等等的诸多局限。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引起后来众多学者的广泛研究。我国学者顾曰国认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新视角，但塞尔在强调以言行事行为的同时对取效行为缺乏关注。哈贝马斯和卡尔·奥托·阿佩尔都对塞尔的意向先于语言从而将心灵哲学作为语言哲学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心智哲学与语言哲学关系虽然密切，但并不是包含的关系，心灵哲学并不足以作为语言哲学的基础，而塞尔在他的言语行为中对取效行为的缺乏关注也使得他的言语行为不够完整。塞尔所提出的四条言语行为规则也受到国内外不少哲学家的质疑：顾曰国认为塞尔所提出的四条规则并不是言语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Armin指出塞尔的四条规则并非都是语义规则。塞尔的四条规则并不能完全限定言语行为，有些言语行为并不受到这些规则的束缚。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对后来的哲学家的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哈贝马斯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中大量借用和改造言语行为理论，以此来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研究的出发点。但塞尔的也学说受到关联论者的强烈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用学界，以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森（Wilson）为代表的理论家声称言语行为要么不在研究之列，要么取而代之。他们的观点是言语行为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分类并不是交际的一部分，言语行为理论没有存在的必要。”[footnoteRef:21]这样的一种批评似乎有些偏激，因为言语行为理论在语用学上是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的，这样的一种理论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语用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塞尔以后的学者对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也提出了修正意见，Nick Fotion 认为塞尔的研究太过于关注句子层面，把重心始终放在言语行为上，而缺少对于言语活动的关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确在语句层面上进行了更多的研究，而在言语活动上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是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值得后来的语言哲学家在研究时进行改进和修正的一点。 [21: 赵亮：《塞尔言语行为理论探析》，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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